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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管理的关键问题”研究模式的发展与特征陈定权

“信息系统管理的关键问题”（下称“关键问

题”）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各类企业的信息主管进行调

研，以确定未来3-5年内企业在信息系统管理方面的需

求和信息技术主管关注的焦点。事实证明，该项研究有

助于信息主管和系统厂商了解目前行业的信息化布局

和发展重点，制定明确清晰的信息化战略规划。

关键问题研究始于1980年的美国[1]，随后扩散到英

国、爱尔兰、德国、希腊、塞尔维亚、挪威、波兰、加拿

大、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中国港台等多个国家和地

区。经过三十余年来多个国家研究者的逐步推动，其研

究广度和研究深度都有了一定的扩展，在管理信息系

统学科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研究模式。然而，迄今为

止，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着力于检讨方法论的利弊，对关

键问题方法论发展的专门论述还很少，鲜有针对关键

问题研究方法论的梳理和全面分析。为了更全面地解

析关键问题研究的历史内涵及其研究模式，研究团队

从国家分布、研究行业、样本数量等多个维度考虑，挑

选了世界范围内最有代表性的29次“关键问题”研究，

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其研究模式，逐步梳理出世界范围

“关键问题”研究的模式演变。

根据分析的结果，下文将关键问题研究模式的

演变分为奠基期、改良期和重塑期三个阶段。三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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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分界如下：奠基期始于1980年美国信息管理协会

（Society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SIM）的首次

研究，止于1984年前后Dickson等人发布以德尔菲法为

中心的关键问题研究理论；改良期紧接Dickson等人奠

定的关键问题研究的方法论，止于2000年前后Petter 
Gottschalk对关键问题研究模式弊病的总结；重塑期

则是2000年前后至今，并可能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直到

形成相对稳定的新兴研究模式为止。

1 关键问题研究模式的奠基期（1980
年-1984年前后）

关键问题研究始于SIM主持的一项针对该会会员

的调研，调研一开始并没有严谨的方法论支撑，所以对

“关键问题”这一命题所秉持的更多仅仅是“了解”而

非“研究”的态度，但由于这一调研引起反响比较热

烈，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而对“关键问题”的研

究也逐步在美国蔓延开来。在这一段时间，有三次代

表性的研究奠定了关键问题研究模式的基本流程和研

究底基。

1.1 1980年Leslie的研究：原始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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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SIM抱着“了解意见”的态度开始了一次

针对SIM成员的调查，这次号称“关键问题研究之肇

始”的调研，在方法论上比较简陋，研究者采用一份六

级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的调查问卷，针对该会会

员展开研究。

Leslie在1983年的报告中对这次调研作出说明：

“我们并没有声明研究结果代表了整个信息系统行

业；也没有声明这些研究可以准确地反映所有协会内

部成员的需求和情况；所有的关键问题反映的只是417
名独立的、参与了本次调查问卷的研究者的想法，他们

的主业与信息系统相关，他们也同时是协会的成员，仅

此而已。”[2]可见这次研究并没有以“科学的调研”为目

的，仅仅是以“了解意见”为切入点，但这次调研以其广

泛的范围和新颖的“信息系统管理”的切入角度引起了

广泛的关注。

1.2 1982年Martin的研究：关键因素和多轮

调研

第二次是1982年，E. W. Martin将John Rockart的
关键成功因素法用来确定关键管理问题的相关研究
[3]，虽然关键成功因素法主要适用于企业的最高管理

者，但Martin认为这一方法论也可以有助于信息系统管

理/数据处理（MIS/DP）主管的工作，关键因素的种子

由此深深扎根在后续的所有相关研究中。

此外，这一次研究中，研究者对15位首席信息系统

主管开展两轮的调查，被调研者拥有一次机会去修改

他们的选择，最终得到了与1980年研究截然不同的结

果。这种多次反复确认并逐渐“接近真相”的思路，在

后续的研究中，逐渐演变成更具有理论性和更为系统

化的德尔菲法。

1.3 1983年Dickson的研究：奠基期的最终

形成

第三次代表性研究发生在1983年，并由此确定了

德尔菲法作为该项研究的基本方法。Gary W. Dickson
等人在1984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当时尚未有被广泛

认可和接受的关键问题研究，为了规避1980年的调查

中研究者提出的一个重要缺陷，即“对关键问题不同的

词汇表达，有可能导致不同的调查结果”，而决定采用

4轮德尔菲调查法。多轮德尔菲法将给被调研者反馈的

机会，让研究人员去修正不恰当表述。

为了达到“修正不恰当表述”的目的，研究中所采

用的四轮德尔菲调查法的基本情况如下：

（1）第一轮：参与者被要求提出5到10个他们心目

中未来5到10年的关键问题，还必须给出每个关键问题

的理由。这些关键问题被汇集形成一份完整的问卷。

（2）第二轮：发放第一轮汇集的问卷，要求每一个

参与者选择十个最重要的关键问题，并给出具体序次。

（3）第三轮：发放第二轮的整体排序结果，参与者

有机会重新排序，如果对某一关键问题的排序有“根本

上”（这里的“根本上”指次序与第二轮相比调动3个序

次以上，如原本第六的关键问题被调到第二，即已经调

动了4个序次）的变动，则参与者需要给出理由。这些理

由将会在第四轮的调研问卷中给出。

（4）第四轮：对第三轮的问卷进行缩短，关注前两

轮排序都比较靠前的关键问题。对参与者发放了第三

轮的排序结果和调动序次理由，要求参与者作出最后的

决定。

除了德尔菲法，本次研究还开创了“排名前十的关

键问题”、“业界信息主管对关键问题的认可程度”等

分析和研究主题，这些成为了后续关键问题研究的重

要内容[4]。

这三次调研的基本研究思路和模式是逐层递进

的，从最简单的探索性的“摸底了解”到“关键因素

法”和“德尔菲法”的逐步应用，虽然这阶段的研究比

较简单粗糙，但关键问题研究的基本范式却由此确定

下来，Dickson的研究更成为SIM在2000年以前持续开

展各类关键问题研究的基本模板。

2 关键问题研究模式的改良期（1984年
前后-2000年前后）

1983年的研究之后，关键问题研究在方法论上进

入较为保守的时期，大部分研究者关注如何改进原有

的以德尔菲法为中心的模式，并继承其研究流程、

分析手段和分析内容，侧重对方法论进行不同程度

的改良。

2.1 1985年Curt和Martin的研究：实践因素

的加强

1985年，Curt Hartog和Martin Herbert在基本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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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83年研究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点：

（1）由于新的关键问题不断出现，旧有的某些关

键问题越渐显性化，因而对调查问卷中的问题列表进

行了改动；

（2）进一步排除了学术研究中热点问题的影响，

全面关注实践领域的关键问题；

（3）将预期时间缩短为未来两年内。

其中的第二点影响最为深远。从这时开始，关键

问题的研究基本都集中在实践领域，使得该项研究与

学术界的“热点研究”有所区分，成为关键问题研究最

重要的特征之一。值得强调的是，此次研究的基本方法

论依然是以德尔菲法为主，但增补了定性资料的研究，

Curt等人针对14名感兴趣的被调研者，进行了30到40分
钟左右的电话访谈，访谈内容分为一般问题（针对每一

名参与者）和特殊问题（针对某些参与者）[5]。

2.2 1986年到90年代中Brancheau的研究：

侧重体系与历史的继承

这一阶段关键问题研究的分析主题，继承并完善了

1983年Dickson的体系，主要包括三个：针对不同行业探

讨关键问题的不同排序、针对关键问题进行因子分析以

及与之前调研结果的对比研究[5]。SIM主导的“美国派”

研究依然在世界范围有着较大的影响，而三个主题中的

“对比研究”也是SIM研究体系中最有力的一项传承。

Dickson的调研之后三年，1986年SIM和明尼苏

达州立大学开展了第二次合作，由Brancheau等学者主

导。这次研究在方法论一节中即声明，“本次研究方法

论构建的基本目标是，能够和1983年研究中形成的基

本框架进行对比研究”，可见本次研究的方法论仍是以

“传承”和“改良”为主。从本次的调研采用的三轮德

尔菲法中，这种倾向显得更为明显[6]：

（1）第一轮：被调研者都收到了1983年产生的关

键问题列表，他们只需要从中选出并排列未来3到5年
的信息系统管理关键问题；研究者鼓励他们加入新的

关键问题。本轮的参与者有90人。

（2）第二轮：被调研者收到了第一轮的调研结果，

并重新排列、给出理由。本轮的参与者有54人。研究者

同时请求参与者（主要是信息主管）将关键问题测量工

具转交给各自的总经理或其他上层负责人，最后得到

了21份来自这些负责人的有效回复。

（3）第三轮：第二轮信息主管和最高管理者的意

见被附在调查问卷中，参与者作出最后的排序。本轮参

与者包括68名信息主管和12名总经理。

而这次研究的分析主要包括十大关键问题的分

析、对比研究（与近期研究的对比、与之前研究的对

比）、历史趋势等[6]。基本的研究框架还是和1983年的

研究保持一致。此后，SIM和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又在90
年代开展了两次合作研究，总的来讲，也没有跳出这个

研究框架。

2.3 地域传播带来的反馈：改良、反思与质

疑

同样在这个阶段，关键问题的研究开始从美国传

播到世界各地，而世界各地的相关研究虽然有细枝

末节上的变化，但也主要是依托以德尔菲法为中心的

方法体系。例如斯洛文尼亚Dekleva等人的研究所采

用的同样是四轮德尔菲法，但从第二轮问卷发放阶段

开始，其采用的问卷是用十级量表而非四级，这是为

了使得数据差距能够更加明显 [7]；而中国的陈国青团

队，是在沿用德尔菲法问卷结构的基础上，采用了单

轮的问卷调查法[8]；再如中美洲的研究团队，则在研究

前设立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两大“研究假设（Research 
hy potheses）”，并在调研过程中着力求证 [9]。而像

Blake Ives、Sirkka L. Jarvenpaa等学者那样，放弃德

尔菲和问卷调查法，而采用结构化访谈等定性方法论

者，终究属于少数[10]。

但无法否认的是，随着该研究方法在地域实践上

的扩大，来自其他地区的研究逐步对美国的研究产生

了一些反向影响（这也得益于大部分的调研报告最终

都以英文写就）。例如，澳大利亚的Watson等人在1989
年作出的两项修改[11]就被Fred Niederman在1990年的

SIM研究中沿用，这两项修改是：（1）对德尔菲法每一

轮的问卷答题方式进行改造，从原有的排序（Rank）
变为打分（Rate），这样能够减轻参与者的脑力负担，

也可以为后续研究的横向对比提供参照；（2）在德尔

菲法的操作中，对上一轮没有回复的参与者也同样发

给新一轮的问卷，以提高回复率。又如斯洛文尼亚的研

究中，对信息主管地位的考量（包括信息主管是否直接

向最高主管汇报等）[12]，也在2003年以后Jerry团队的

研究中被考虑。

随着多轮德尔菲法在关键问题研究中的使用日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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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美国本土的研究者也逐渐在反思这一方法论的

缺陷。1994到1995年的SIM研究，提到了调研方法论的

弊端，包括某些问题难以清晰表达的问题和不同关键

问题有时候会互相交叉重叠的问题[13]等等。由于方法

的缺陷和调研本身的难度等问题，90年代中期之后，

SIM的关键问题研究逐渐转为非正式项目，该项持续多

年的研究暂时退出了信息系统管理研究者的视野。

2.4 Gottschalk的总结：四大弊端

2000年前后，以Gottschalk为首的几位研究者较为

全面地对全球范围内的关键问题研究进行了总结[14,15]，

这份总结报告首先发布在夏威夷第33届系统科学国际

会议上，其后又修改发布于《信息管理国际杂志》，是目

前对关键问题方法论进行较为深入反思的重要综述性

文献。该文总结前人观点，从以下四个方面，直接质问

关键问题研究使用德尔菲法的弊端：

（1）一致性：德尔菲法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集中意

见的研究方法，但是有些意见本身也不可能被集中。

（2）联系性：关键问题之间应当是互相联系的，

甚至是因果关系。但是德尔菲法在让多个关键问题进

行排序的过程中，常常使得某些重要的关键问题被忽

视——这些关键问题虽然本身看起来并不重要，但它

们往往是另一些关键问题的驱动因素。

（3）理论性：对关键问题的研究，缺乏底层理论

的支持和论述。

（4）差异性：许多研究的数据差异并不明显，例如

很多关键问题之间只有零点几的差别，而最高分和最低

分之间更是没有想象中的巨大数据跨度。

以这四个问题为基础，重新观察改良期的关键问

题研究发展，会发现这段时间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历史

沉淀的积累和细节的改进上，以德尔菲法为中心的方

法体系依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Gottschalk提到的四大

问题使得该研究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有趣的是，这种

理论底层的矛盾并没有阻止各个地区和行业积极投身

相关研究，所以随着方法论的低落和研究兴趣的高涨，

双方矛盾必然不断累积终至爆发，这最终使得关键问

题研究在2000年前后逐渐进入一个重塑时期。

3 关键问题研究模式的重塑期（2000年
前后至今）

2000年前后，由于关键问题序次常年变动不大、信

息系统管理学科体系的日渐完善和信息系统管理领域

研究方法的发展等原因，包括SIM在内的关键问题研

究者，都开始重新思考、探索并重塑关键问题研究的方

法论。而思考、探索和重塑的主线则是对“德尔菲法”

的批判和思考。

3.1 Jerry Luftman主导的SIM研究之一：方

法论的变革

改革的关键在于从定量研究向定性研究靠拢。

1999年，Morgado等人就建议，应当引入一些新的方法

论来改进关键问题的研究，他们所提倡的新方法论，主

要是Q方法论（Q-methodology或Q-sort）①和解释结构

模型法（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②[16]。虽然

采用访谈法等定性性质的关键问题研究在之前并非没

有，但在改良期，定性往往是作为定量的补充，而在重

塑期，无论是调研阶段还是分析阶段，定性研究所占的

比重日益增加。

经过7年左右的暂停，2003年SIM决定重新启动正

式的关键问题研究，而从这时候开始，在SIM2003年
至今的相关研究中，可以发现以批判德尔菲法为主线，

关键问题的研究与其往常的纯定量思维渐行渐远，它

所关注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而焦点也越来越集中。虽然

SIM的团队并不声明其所用的是定性研究法，但毋庸置

疑的是，其方法论也日渐趋向于定性。这一年，SIM委

托Jerry Luftman等学者开始新的研究，他们在较大程

度上展开了方法论的变革。

Jerry等人认为，以前以多轮德尔菲法为中心的研究，

有着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调研的时间、人力成本较高，而

①  Q方法论（Q-methodology或Q-sort），即通过给受试者出示一组关于某一话题的陈述或命题，让他们按自身的偏好、判断或感觉给这些语句

排序。通过这种排序，人们将自己的主体意见添加到这些命题中，然后对这些个人排序进行因素分析，来找寻和证明存在于这些观点中的论

述模式。
② 解释结构模型法（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即通过提取研究问题的构成要素，将复杂的系统分解为若干子系统要素，以有向图、矩阵

等工具和计算机技术等手段，对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等信息进行处理，并用文字加以解析。通过明确问题的层次和整体结构，提高对问题的认

识和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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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容易使调研对象产生抵制心理；二是虽然在德尔菲的调

研过程中，各项问题有变动的趋势，但总体而言，其变动的

趋势不大，并不能体现出“意见集中”的功效[17]。这两项思

考和举动，从操作难度和实际效果两个角度对德尔菲法

作出了一定的批判，他们转而采用单轮的问卷调查法以

便更广范围地调查、获得更高的回收率。

当然，单轮问卷调查所回馈的信息必然不如原有

的德尔菲法，Jerry等人更侧重以其他定性资料或调研

资料为基础，对调查结果展开解释和分析。例如2004
年，团队调查了各个被研究组织的预算情况；而2005年
更将调查范围扩展到“组织因素（包括CIO报告结构、

职员总数、组织结构、预算等方面）”[18]，强调了对企业

情况的客观审视。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发展中，2009年额

外加入了来自欧洲的27个组织和中国的174个组织的资

料[19]。2010年更将中国地区扩展到亚洲/澳洲地区[20]。

3.2 Jerry Luftman主导的SIM研究之二：核

心关键问题成为焦点被放大

Jer ry主导下的SIM研究，除了对基本调研方法的

扬弃，还对一些核心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放大，以展开细

致的分析，其中最典型的“核心关键问题”是“技术和

业务的融合问题”（IT-Business Alignment）。
由于“技术和业务融合”这一问题从1983年开始就

常常登上“十大关键问题”的首位，这一结论本身对实

践已经没有任何指导意义，因而研究团队决定针对这一

主题细化深入，从而开始了“阻碍技术和业务融合的因

素”和“推动技术和业务融合的因素”的研究[17]。2004
年，对“技术和业务融合”这一问题的微观聚焦进一步

强化，Jerry的团队在“阻碍因素”和“推动因素”的基

础上，还增加了“业务-信息系统融合成熟度调查”，依

据“沟通理解成熟度”、“竞争力/价值评估成熟度”、

“治理成熟度”、“伙伴关系成熟度”、“范围与架构成

熟度”、“技能成熟度”等六个维度，划分出五个级别，

让企业进行自我评价，最终发现企业自评的成熟度多

在2-3级之间[21]。

3.3 实证研究的世界化倾向：德尔菲法的坚守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关键问题研究继续在世界范

围的扩展，虽然研究方法体系在美国本土有被质疑和

重构的倾向，但观察其拓展过程，即便带有一些转型期

的特征，德尔菲法依然是世界范围内的主流。例如2011
年，关于加拿大医疗领域信息主管的关键问题研究，已

经表现出细分研究的特征，并对行业内部进行分层探

索，但基本方法依然是三轮德尔菲法[22]。究其原因，主

要在于研究的扩展深度无法赶得上其扩展的速度。许

多国家展开的关键问题研究的次数不多、延续的时间

跨度也有所不足，在研究的初始阶段，采用德尔菲法这

种研究方法会更为稳妥。例如2011年塞尔维亚的研究，

也不可脱俗地继续沿用相关方法论体系，以便与国际的

相关研究实现对比和对接[23]。

进入重塑期以来，关键问题研究方法论显现了两

大趋势：首先，越加强调定性思维，对纯粹的定量研究

有所补充；其次，对客观材料的重视，如财务报表、企

业结构的基本资料。这两大趋势表面上似乎是对德尔

菲法为中心的方法论体系的冲击，可事实上，与其说团

队抛弃了德尔菲法的研究体系，不如说是以德尔菲法积

累的历史成果为基础，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实践领域，日

益强调对关键问题研究的实用度和可信度。

4 关键问题研究模式的整体特点

从整理的历程演变看来，关键问题研究模式具有

以下几个重要的基本特征：

（1）关键问题的“关键”二字，强调的是实践领域

的关注焦点。从一开始SIM所强调的“了解意见”，到后

期研究的“实用性”，我们都可以发现，相关研究者将

目光聚焦在实践领域，这和许多学术调研强调的“学

界热点”和“研究热点”之类有着显著的差异。

（2）关键问题调研的本质是主观意见的汇集。无

论是德尔菲法还是访谈法、甚至Q方法论，基本都是对

实践者的主观意见进行汇集，并得出相关结果，而且，

由于每次参与关键问题研究的专家团队组成成分不

同，每一次意见汇集都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见解。

（3）营利性企业对研究方法论和内容所施加了持

续性的影响。1991年，Sharon L. Caudle首次开始了针对

公有领域关键问题的研究；1995年，John W. Swain等人

又延续了1991年的研究框架，作出了进一步探索[24]。但

从整体情况看来，来自公有领域的研究极为稀缺，且对

方法论的贡献几乎为零。这决定了现有的关键问题研究

框架基本都是由营利性企业主管为主的团队构建起来

的，而由于“关键问题调研的本质是主观意见的汇集”，

使得相关的方法论本身有着难以消除的营利性组织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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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事实上也可以发现，公有领域信息系统管理的一些

特点在现有研究中从未展开过探讨，例如“与政府相关

部门的协作”、“民众对公有单位信息化的态度”等等。

（4）重视整体性研究，鲜有对专有领域的研究。

现有的研究，多是针对一国的整体信息化情况来开展，

这些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行业特点各有不同的众多

企业开展实际的工作呢？这是值得提出疑问的。由于这个

倾向，关键问题研究模式也很少体现专有领域的特点。

倘若要将关键问题研究引入新的领域，如图书馆

学领域，建立适用于该领域的关键问题方法论，上述四

大特点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但对于这些特征的思考，

如果只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般逐一着手解决，则

可能导致新的方法论走入新的误区，因而从认识论的

角度，深入思考这些特征形成的原因也许是更合适的

道路。

从以上这些特点切入，以认识论的视野来分析，关

键问题研究模式的认识论筑基是偏重建构主义的，这

一方法论摒弃了独立客观的知识体系，而更进一步强

调被调研者的主观创造力。在这一情境下，建构主义所

要求的方法论，往往是阐释的、辩证的，其“系统的数

据搜集”多指向定性的资料搜集。在关键问题研究的早

期，缺乏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入探索，导致了早期研

究对定量的重视、对定性的漠视，以实证主义的方法

论来对应建构主义的认识基础，无疑是存在问题的。这

也不难理解近年来为何会出现一番重塑关键问题研究

的方法论的浪潮③，2000年以后，关键问题的方法论转

向，正是在尊重20多年定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建

构主义认识论的肯定和迎合。

本文在整体上回顾整体的方法论变迁，即是为后

续的相关研究奠定基础和基调，将这套研究模式尝试

性地引入图书馆学领域、为国内图书馆技术管理的实

践发展提供必要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在这一背景和

语境下，更需要重视关键问题研究的认识论底层和近年

来该项研究的整体特征与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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